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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的虚拟情绪表达研究述评与展望

毛江华,  陈熔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虚拟情绪表达是一种将外显和内隐的情绪信息通过虚拟媒介进行分享的行为，

尽管其广泛存在于组织实践中，但仍缺乏系统的理论梳理与述评。鉴于此，本文首先阐释了虚

拟情绪表达的内涵和特征，并以情绪功能论和技术决定论总结了现有理论视角，然后基于表达

类型、表达对象和媒介选择进一步归纳了组织中虚拟情绪表达的策略，最后讨论了组织中虚拟

情绪表达的影响因素和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组织中虚拟情绪表达的整合研究框架，

以期对未来情绪与技术交互的理论思考有所启发，也为组织情绪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虚拟沟通；虚拟情绪表达；媒介选择；情绪调节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23)05-0117-17
 

一、  引　言

数字经济时代，网络设施的完善和信息技术的迭代加速了远程办公、混合办公等虚拟工作

模式的流行（谢小云等，2021；Shockley等，2021），也使得以计算机通信技术为介导的虚拟沟通

成为组织信息传递与交流的主要方式（Gilson等，2015；Derks等，2008）。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1年我国虚拟办公的用户规模达

4.69亿，其中即时通信用户覆盖率达97.5%，视频或电话会议的使用率超过22.8%。虚拟沟通的

流行大大减少了线下互动的机会，累积的情绪表达需求难以通过面对面方式得到满足，因而员

工借助各类虚拟媒介表达情绪的现象日益普遍（Brodsky，2021；Wang，2022）。情绪的虚拟表达

渠道多样而便捷，却也带来了新的管理问题。一是情绪准确表达的难度上升（Cheshin等，

2011），沟通者经常错误解读对方的情感意思和微妙细节，引起“情感误解”，进而阻碍工作进程

（Byron，2008）。二是情绪的不真实性增强（Brodsky，2021），引发的信任感降低可能对内外部工

作协调和组织氛围产生负面影响（Jimenez等，2017；Park和Lee，2019）。三是基于情绪的人际联

结更为困难（Patterer等，2021），由于缺乏面对面交流的深度，通过虚拟沟通建立人际关系需要

更频繁的自我披露（Walther等，2005），这可能造成员工的情绪压力与社交疲劳（Park和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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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并导致不利于组织的工作行为（Zhou等，2022）。
因此，虚拟沟通中的情绪表达逐渐受到学术界和管理者的重视，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重要

价值也逐渐凸显。在理论上，虚拟情绪表达对组织行为领域的情绪研究有重要推进作用。具体

来说，传统组织行为领域主要探讨面对面情绪表达的作用机制，与之相比，虚拟情绪表达则发

生了颠覆性的改变（Byron，2008；Wadley等，2020）。首先，情绪的流动路径增加了“线上—线下”
的情境转换，使得身体性的非语言线索不再可见（Shockley等，2021）；其次，情绪的表达不再是

即时性的、临场发挥的，而是可以被完全隐藏和反复修改的（Brodsky，2021）；最后，情绪从“难
以捉摸”变为“有迹可循”，在媒介上能够被反复查看和传播（Wang，2022）。个体在虚拟情境下

的情绪表达更为复杂和多变，通过认识情绪表达的新路径和新机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填补传

统组织行为领域情绪研究的空白。在实践上，开展虚拟情绪表达研究可以帮助管理者全面认识

情绪在组织互动中的独特价值，明确虚拟沟通中情绪表达的新特征，制定和掌握情绪准确表达

的规范和技巧，这对于维护员工身心健康、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及提高组织效率等具有积极意

义（程雪姣等，2021；Wang，2022）。
现有研究对组织中虚拟情绪表达的相关议题，主要集中在情绪表达有效性、媒介选择、情

绪调节等方面（Blunden和Brodsky，2021；Glikson和Erez，2013）。然而，现有研究对于虚拟情绪

表达的内涵与特征尚不明确，研究情境也局限于特定的媒介范围，在其作用机制和效应上也缺

乏系统的认识。此外，目前的理论视角较为分散且具有学科的侧重差异，例如心理学更关注情

绪，而信息管理更关注技术。实际上，虚拟情绪表达是情绪与信息的交互，涉及心理学、传播学、

信息管理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需要更为多元、广泛和整合的视角做进一步深入阐释。综上可

见，有必要对以往文献进行系统回顾，加强对虚拟情绪表达领域的探索。

为此，本文以“情绪表达”（emotional expression）、“情绪展示”（emotion display）、“情绪调

节”（emotion regulation）为情绪相关主题词，结合“计算机中介交流”（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虚拟”
（virtual）、“数字化”（digitalization）等检索词在Web of Science、EBSCO和中国知网等国内外权

威数据库中进行交叉检索，共得到449篇文献。随后，按下列标准对文献做进一步筛选：（1）阅读

标题、摘要和关键词，剔除研究内容与情绪表达、组织沟通无关的文献；（2）剔除关注情绪表达

和组织沟通，但与虚拟情境无关的文献；（3）剔除非核心期刊来源文献；（4）通读全文，确保主题

的高度相关。同时，对已有文献进行“滚雪球式”追踪检索，完善和补充文献库。最终，本文得到

分布在管理学、心理学和信息科学等领域的176篇文献（外文164篇，中文12篇）作为重要文献基础。

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和贡献包括：第一，在与面对面情绪表达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总结

了虚拟情绪表达的内涵与特征，推动了其概念的进一步明确。第二，从情绪功能论与技术决定

论的视角梳理了现有理论基础，并归纳了情绪表达在不同沟通情境中的研究重点，明晰了虚拟

情绪表达的整体过程。第三，探讨了组织中虚拟情绪表达的策略，初步厘清了其作用脉络。第

四，分析了组织中虚拟情绪表达的影响因素及对情绪接收者认知、态度与行为的影响效应，为

虚拟情绪表达有效性提供了机制参考。本文归纳了组织中虚拟情绪表达的现有研究成果，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整合研究框架和未来研究方向，以期推动虚拟情绪表达理论研究和组织实践

的发展。

二、  虚拟情绪表达的内涵与特征

（一）虚拟情绪表达的内涵

情绪表达是组织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Brodsky，2021），成员通过情绪交流产生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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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特定事件的理解，这反过来深刻影响成员在组织中的态度和行为（Weiss和Cropanzano，
1996）。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组织沟通大量依赖虚拟信息技术进行，成员间情绪表达的

渠道也从“面对面”更多地转向多样的“虚拟”媒介（Cheshin等，2011；Glikson和Erez，2013）。沟
通场景的改变催生了“虚拟情绪表达”概念，情绪表达的“虚拟性”既可指地理空间的分散和隔

绝，也可指时间上的同步性和异步性，还表现为对不同群体、文化等边界的跨越，并在不同的媒

介渠道中产生不同的效果（Riordan和Kreuz，2010）。
现有研究尚未对虚拟情绪表达进行明确定义，但大多对虚拟沟通能够实现情绪传递形成

了统一认识。早期的“线索过滤理论”（cues-filtered-out theory）认为，由于缺乏非语言的声音和

身体线索，虚拟沟通无法传递情绪（Short等，1978）。这一观点在Walther（1992）提出社会信息加

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后逐渐得到修正。该理论指出个体在虚拟媒介中

能够将各种社会互动信息转化为特定的情感内容，进而实现与面对面沟通一样的印象认知与

关系发展，这为后续虚拟情绪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Harris和Paradice（2007）进一步提出，情绪

在虚拟沟通中的表达也遵循编码、传递和解码的过程，沟通者会使用情绪动词、形容词等语言

线索以及拼写标记、文本空间排列等新的非语言线索实现情绪的表达。Derks等（2008）则将情

绪交流定义为两个及以上的个体对外显和内隐两种类型情绪的识别、表达与分享，并指出社会

存在性是情绪在虚拟和面对面沟通中重要的语境差异，情绪在虚拟沟通中更多通过内隐性非

语言线索如信息长度、自我披露程度等方式展现。此后，非语言线索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其中表

情符号和沟通时间间隔对情绪信息的传递作用受到较多关注（Coyle和Carmichael，2019；
Guenter等，2014）。

综合现有研究，本文认为虚拟情绪表达是一种自愿将外显和内隐的情绪信息通过虚拟媒

介进行分享的行为，其内涵具体包括以下几点：（1）由特定事件引发的自愿行为。在虚拟情绪表

达中，个体主动表达由特定事件引发的情绪状态，但有更大的空间控制情绪表达的程度和方

式。（2）包含外显性和内隐性情绪信息。虚拟情绪的表达内容可以同时包含两种性质的情绪信

息，其中外显性情绪信息主要是对离散情绪的直接引用，如发送开心、生气、难过等情绪性词

汇，而内隐性情绪信息则体现为信息的情绪风格，可以根据符号标记的使用、信息长度、沟通时

间间隔等非语言线索进行推断。（3）利用虚拟媒介进行传递。虚拟情绪的表达不是通过面对面

的方式，而是利用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支撑的虚拟媒介进行，常见的虚拟媒介有电子邮件、即

时通信、语音电话、视频等。

（二）虚拟情绪表达的特征

由于沟通场景的变化和沟通媒介的多样性，虚拟情绪表达相较面对面的情绪表达具有更

多差异性的表现。借鉴现有观点，本文主要从社会存在性、内容丰富性、互动时效性和可预演性

四个方面归纳虚拟情绪表达的特征。

1.较低的社会存在性

社会存在理论指出，人们在沟通过程中会有物理存在和社交存在两个维度的感知，又称

“社会临场感”（Short等，1978）。物理存在指沟通者同处一个物理空间，通过身体接触和视觉可

见性帮助情绪的表达（Murphy等，2009）。地理分散使沟通者无法实现身体接触，视觉可见性也

受限于媒介的影像传输能力（Gkinko和Elbanna，2022；Wang，2022），因此虚拟情绪表达的物理

存在普遍较低。社交存在主要指被感知参与互动和联系的程度，沟通者通过信息传递和交流吸

引其他社会参与者的关注（Short等，1978；Walther，1992）。在虚拟情绪表达中，低物理存在导致

人们习惯的非语言线索缺乏（Daft和Lengel，1986），增加了人们对情绪信息的误解概率

（Derks等，2008）；此外，虚拟环境增加了沟通者的匿名性（Walther，1996），个体的社交个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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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也更难被察觉和关注，这种“去个性化”降低了社交存在（Derks等，2008；Walther等，2005）。因
此，相较于面对面的情境，虚拟情绪表达具有更低的物理存在和社交存在，即总体社会存在性

较低。

2.差异化的内容丰富性

内容丰富性包括所传递情绪信息的数量和形式，尤其是非语言线索的内容。在面对面交流

中，人们不仅通过语言直接表达情绪，也利用语调、表情、肢体动作等非语言线索来反映态度和

情绪（Coyle和Carmichael，2019），内容丰富程度较高。而在虚拟情绪表达中，视频等保真度更高

的媒介能够一定程度上还原面对面沟通的情绪交流方式（Dennis等，2008），但在即时通信、邮

件等多以单一载体形式（如文字或语音）进行沟通的环境中，可以使用的常见非语言线索较少

（Daft和Lengel，1986；Walther等，2005），因而内容丰富性降低，情绪表达和识别的准确性均会

下降（Byron，2008）。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人们在虚拟沟通中会创造新的非语言线索进

行“情感补偿”（Derks等，2008；Walther等，2016），如感叹号、省略号和大写字母的使用为文本添

加了情感意义，表情符号则被视为面部表情的替代来表现情绪强度（Gamero等，2021），但情绪

表达的效果十分依赖于个体的解释和感知能力，情绪的表达也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Blunden
和Brodsky，2021）。

3.异步的互动时效性

互动时效性主要从响应的同步性和异步性方面进行考虑，同步性指沟通实时发生，而异步

性则指信息的传递存在时滞（Dennis等，2008）。在面对面情绪表达中，情绪信息的传递和反馈

是实时的，双方互动具有高同步性（Walther等，2005）。而在虚拟情绪表达中，互动时效性依赖

于沟通媒介的特征（Daft和Lengel，1986），例如即时通话和视频能够对情绪信息进行实时、连

贯的传输，其交流一般是高同步性的（Dennis等，2008）；而在邮件、短信等媒介中，使用规范不

要求实时响应（Glikson和Erez，2013），可能存在较长的时间滞后和延迟（Dennis等，2008），即异

步性较高。因此，虚拟情绪表达的互动时效性与媒介高度相关，并存在时间滞后和异步反馈的

特征。

4.潜在的可预演性

相较于面对面情境中的实时互动，虚拟媒介的异步性特征提供了构造信息的时间。一方

面，发送者能够因此选择情绪被展示的类型和程度（Tretter和Diefenbach，2020），并进行修改、

调整和排演，使情绪最终以预期的方式进行表达，达到隐藏实意或者清晰表意的目的

（Riordan和Kreuz，2010）。另一方面，接收者也有时间对发送者的情感信息进行仔细解读

（Murphy等，2009），既可以缓和当下的情绪反应，也可以通过反复修改选择合适的回复

（Wang，2022）。在虚拟情境下，可预演性使人们对情绪表达有更多的控制力，也为情绪沟通建

立了缓冲和保护机制（Tretter和Diefenbach，2020）。

三、  组织中虚拟情绪表达的理论视角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组织中虚拟情绪表达的理论研究视角可归纳为以人为主体的情绪功

能论和以技术为主体的技术决定论，具体归纳如表1所示。

（一）情绪功能论

情绪功能论认为，情绪既能够通过作用于个体内部的认知过程而对个体产生影响，也能够

通过影响人际互动而发挥作用（Gross，2015）。当前对虚拟情绪表达的研究多沿用这一传统的

视角，探讨虚拟情境下情绪功能的新变化，其理论机制主要有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和情绪即社

会信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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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虚拟情绪表达的理论视角总结

理论视角 关注点 典型理论 代表性文献

情绪
功能论

虚拟情绪对个体内部的调节作
用，及情绪在虚拟沟通中的人际

信息功能

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 Brodsky（2021）；Wang（2022）

情绪即社会信息模型
Braun等（2019）；

Riordan和Kreuz（2010）

技术
决定论

媒介特征对虚拟情绪表达的影
响，以及沟通者在虚拟情境中的

情绪信息加工特点

媒介丰富性理论 Döring等（2022）；Yung等（2021）

媒介同步性理论
Guenter等（2014）；

Rennecker和Godwin（2005）

超个人模型
Walther和Whitty（2021）；
Coyle和Carmichael（2019）

去个性化的社会身份
认同模型

Gamero等（2021）；
Alsharo等（2017）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
 
 

1.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the process model of emotion regulation）
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表明，在产生情绪体验之后，员工可能会借助虚拟媒介对随后的生理

反应、经历和行为进行修改或施加影响，来调整自我的情绪状态并决定是否表达真实情绪，具

体可分为经历调节和显示调节（Gross，2015；Wadley等，2020）。
经历调节是指员工通过发泄、倾诉、抑制等系列行为，建立相应的“心理防御机制”来刻意

改变内心的情绪状态，且通常以改变负面情绪为主（Wang，2022）。在虚拟环境中，员工拥有更

多的渠道完成这种情绪的转变。例如，员工可能会在匿名社区写下自己对组织的抱怨来发泄不

满与愤怒的情绪，或向其他同事发送寻求情感支持的即时信息来降低内心的负面情感体验

（Wadley等，2020）；此外，当在组织中被他人贬损或忽视而产生消极情绪反应时，员工可能会

做出浏览娱乐网站、回复闲聊消息等“网络闲逛”行为，搁置工作任务的推进，以缓解正在经历

的消极情绪状态（Zhou等，2022）。
显示调节是指员工并不改变内心的真实感受，而是隐藏不期望展示的情绪，只表达期望展

示的情绪，以实现某个目标。现有研究表明，组织的情绪表现规范会影响情绪表达的内容和方

式（Glikson和Erez，2013）。例如，员工在与顾客的电话沟通中会表现出较高的情绪强度以满足

组织对情绪投入的要求（Ishii和Markman，2016），而在电子邮件沟通中会呈现较少的情绪线索

以避免与规范不符的情绪内容的泄漏（Brodsky，2021）。此外，员工还倾向于利用虚拟媒介的不

同特征进行印象管理（Riordan和Kreuz，2010），例如，员工在采用即时文本回复消息时，通常会

选择和控制期望披露的情绪线索和披露程度（Derks等，2008），并在发送前花费一定时间进行

内容审阅和修改直至符合预期，以向对方展示良好的自我形象（Wang，2022）。
2.情绪即社会信息模型（emotions as social information model）
在人际互动中，他人的态度、目标等信息能够通过情绪进行传递，这些信息经过加工影响

接收者的认知和态度，进而辅助个体做出行为决策以协调互动过程、发展社会关系，这便是情

绪的社会信息功能（van Kleef，2014）。虚拟沟通改变了人际互动规范，丰富的媒介也使情绪对

信息的传达方式更为多样，虚拟情绪在组织内外部互动中的信息功能呈现新的特征。

就内部互动而言，虚拟情绪表达赋予上下级沟通新的关系内涵。虚拟沟通中的员工可以通

过不同的行为信号，如打开或关闭摄像头、使用特定的表情符号、进行多边并行对话等来表达

他们的情绪，进而表示他们对领导行为的认可或拒绝（Gerpott和Kerschreiter，2022）。此外，与虚

拟沟通相比，员工倾向于与领导者进行更多的面对面沟通，以形成直接的情感维系并获得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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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的任务信息（Braun等，2019；Riordan和Kreuz，2010）。领导者需要关注到这些新的线索和需

求，并建立多元的沟通渠道塑造交换关系、支持信息共享（Gerpott和Kerschreiter，2022），以传达

尊重、赞赏、鼓励等正面的情感要素，这将是形成高质量人际联结、实现有效领导的关键

（Braun等，2019）。
就外部互动而言，员工与顾客的情绪交互特点发生变化，表现在顾客对员工情绪感知阈值

的提高和感知不真实性的增强（Brodsky，2021；Wang，2022）。Ishii和Markman（2016）的研究发

现，电子邮件和即时文本中非语言线索的缺乏和沟通的异步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员工情绪表

达的强度，其情绪细节也更难以被准确感知；Brodsky（2021）则指出，虚拟沟通环境导致接收者

认为对方为情绪表达付出的努力较少，进而引发顾客对员工情绪的感知不真实和不信任。然

而，随着对虚拟媒介的逐渐适应，员工与客户的频繁交流会增加情绪的可见度和可识别性，双

方在情绪线索的不断交换中能够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Ishii和Markman，2016；Walther等，

2016）。由此可见，在虚拟沟通中，员工需要付出比线下交流更多的努力成本，才能使同样的情

绪被准确表达和感知，进而获得线上顾客的满意和信任，这对顾客关系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Lii等，2013）。
（二）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认为，技术是人和社会生活发生变化的底层驱动

力，能独立于人类的干预进行自我决定并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心智，进而导致系列社会后果的

产生（Howcroft和Taylor，2022）。在情绪的功能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关注到技术的变革作

用，认为虚拟情绪的表达依赖于技术特征和技术催生的沟通情境的差异（Walther和Whitty，
2021），但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Guenter等，2014），这种“温和的技术决定论”也成为当

前研究的主流观点之一。基于此，学者们主要就媒介特征和信息加工特点展开理论探索和延

伸。其中，媒介特征以媒介丰富性理论和媒介同步性理论为代表，信息加工特点则主要包括超

个人模型和去个性化的社会身份认同模型。

1.媒介丰富性理论（media richness theory）
媒介丰富性理论认为，沟通媒介的丰富性取决于媒介所拥有的即时反馈的能力、提供信息

线索的能力、语言的自然性，以及提供的个性化程度四个方面，并以丰富性为标准对媒介进行

排序，认为面对面交流的丰富性最高，其次是电话、文本，最低的是计算机代码输出（Daft和
Lengel，1986）。在虚拟情绪表达中，丰富性较高的媒介反馈更及时，提供的情绪信息线索和语

言使用更为多样，与个性化需求的匹配程度也更高，不仅使情绪内容的呈现更为具象，也增强

了情绪识别和解读的准确性（Döring等，2022；Yung等，2021）。
结合该理论观点，表2对常见虚拟媒介的丰富性进行了对比总结。电子邮件以人们习惯的

文字为语言载体，反馈具有滞后性，提供的信息线索也较少，因此丰富性较低。即时文本同样以

文字为主要语言，包含的信息线索有限，但即时通信的持续交流期望使其拥有高于电子邮件的

反馈效率（Rennecker和Godwin，2005），因此总体而言，即时文本的丰富性略高于电子邮件。而

相较于文本交流，以声音为载体的语音表达更加自然，情绪线索也更丰富，能够传递更为清晰

和强烈的情绪（Ishii和Markman，2016；Riordan和Kreuz，2010）；与可延迟响应且有时长限制的

即时语音相比，实时进行的语音通话具有更高的反馈力和个性化程度；因此，语音媒介的丰富

性高于文本媒介，而语音通话的丰富性又略高于即时语音。视频通话与全息投影通话均可同时

传递言语、声音提示（音量和音调）和视觉提示（表情和动作等），是更接近面对面的沟通方式，

在虚拟媒介中丰富性最高（Döring等，2022；Gkinko和Elbanna，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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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虚拟沟通的媒介特征对比

媒介
类型

媒介丰富性 媒介同步性
实践
案例

即时
反馈力

线索
提供力

语言
自然性

个性化
程度

传输
速度

符号集 并行性
可预演

性
可再

处理性

电子
邮件

低 低 中 中 较快
文字、
标点、

表情符等
高 高 高

邮箱、
内部OA等

即时
文本

中 低 中 中 快
文字、
标点、

表情符等
高 高 高

微信、钉钉、
QQ等

即时
语音

中 中 高 中 快
音量、
音调等

高 中 中
微信、钉钉、

QQ等
语音
通话

高 中 高 高 快
音量、
音调等

低 低 较低
电话、微信通话

等

视频
通话

高 高 高 高 快
声音、
表情、
动作等

中 低 较低
钉钉、腾讯会议、

zoom等

全息
投影
通话

高 高 高 高 快
声音、
表情、
动作等

中 低 较低
基于虚拟现实技

术等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2.媒介同步性理论（media synchronicity theory）
在媒介丰富性理论的基础上，Denni等（2008）提出媒介同步性理论，主张媒介没有好坏之

分，应当注重情境和任务与媒介的匹配性；并提出五项特征来表示媒介能够实现的同步协作程

度，其中传输速度（指媒介将信息传递给接收者的速度）、符号集（指媒介提供的信息编码方式

的种类）和并行性（指媒介能够同时传输多个发送者信号的程度）反映了媒介的传输能力，可预

演性（指信息在发送前能够被调整和演示的程度）和可再处理性（指已经发送的信息可被重新

回顾或再处理的程度）则反映了媒介的处理能力。媒介同步性赋予沟通者较大的交流速度控制

权，也使得多向并行交流成为可能（Guenter等，2014），这一方面增加了情绪交流的灵活性

（Rennecker和Godwin，2005），但另一方面，积极反馈的沟通期望也可能增加沟通者持续监控的

成本和压力（李馨等，2022）。因此，交流频率和速度逐渐成为识别情绪内涵的重要信号（Derks
等，2008；Guenter等，2014）。

表2总结了常见媒介在同步性方面的异同。电子邮件传输速度较快，能够同时接收多方信

息，既能够通过情感词直接表达情绪（Byron，2008），也能够通过文本长度、拼写标记等非语言

符号实现情绪传递（Butts等，2015），同时可以反复编辑和保存记录，传输和处理能力均较高

（Dennis等，2008）。与电子邮件相比，即时文本传输速度更快，在符号集上也更为丰富（如表情

包），也具有高并行性、高可预演性和高可再处理性特点。而即时语音和语音通话同样能实现快

速传输，符号集均包含语气和语调，其中即时语音既能够同时接收多方信息且自动保存记录，

也能够在发出前重新输入，在发出后的有效时间内撤回，因此其并行性、可再处理性高，也具有

一定的可预演性；但语音通话一次只能与一方进行交流，实时对话也难以提前模拟或调整内

容，且通话内容一般不会被保存，因而具有低并行性、低可预演性和较低的可再处理性。视频通

话与全息投影通话传输速度快，允许一定数量的对象同时交流，因此并行性适中；与语音对话

类似，实时对话使二者具有低可预演性和低可再处理性。二者的区别在于，视频通话主要利用

网络技术同时传输声音与平面影像，沟通者多仅展示上半身，面部表情是主要的非语言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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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ckley等，2021）；全息投影通话则采用虚拟现实等智能技术，通过三维等更立体的形式呈

现人物全身，相较于视频的平面效果能更精细地同时捕捉表情和动作中的情绪线索，沟通者互

动的临场感更强（Yung等，2021）。
3.超个人模型（hyperpersonal model）
超个人模型由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发展而来，核心观点是沟通者会利用虚拟情境中的编码

系统选择性呈现有关自身情感、态度、个性的社会情绪信息，并倾向于对对方的信息进行更积

极的解读以填补物理线索缺失造成的信息空白，因而可能会彼此产生过度积极和理想化的认

知（Walther和Whitty，2021；Walther等，2016）。结合超个人模型，研究者们主要探讨了不同媒介

中情绪表达的特征和效果。例如，在文本沟通中，频繁使用表情符号能够促进积极情绪识别和

歧义消除，进而增强双方的正面印象感知（Coyle和Carmichael，2019）。语音沟通则能够通过提

高社会存在性和情绪唤醒程度加大情绪传染几率（Geiger，2020），增强员工参与感和互动时效

性，有助于情感的深入交流和人际氛围的营造（Braun等，2019）。然而，较低的可预演性使语音

通话难以提前准备，可能导致实际的情绪表达内容与预期设想有所偏差（Dennis等，2008），这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超个人模型的理想效应（Walther和Whitty，2021），但在即时语音中能够得

到改善。

另有学者关注到超个人模型在电子邮件中的差异性表现，其中积极情绪往往由于“中性效

应”而被弱化，消极情绪则因为“消极效应”被过度解读和强化（Byron，2008）。具体来说，电子邮

件的“中性效应”是指接收者在沟通中不会对情绪效价有所偏向和期待，而普遍保持一种“中
性”的情绪态度，因此积极情绪会被接收者解读为偏向中性的积极，且往往少于发送者的意图

（Byron，2008）。现有研究对中性效应的解释可归纳为两点：一是电子邮件沟通缺乏面对面所有

的生理刺激和情绪唤起，使积极情绪所传达的个性化关怀感知被减弱（Braun等，2019）；二是人

们对电子邮件形成了一种任务导向的、严肃的、不带情感色彩的心理图式（Sillars和Zorn，
2021），进而会更多关注邮件的工作内容，弱化甚至忽略对积极情绪的关注和解读（Byron，
2008）。电子邮件的“消极效应”则是指接收者所感知的消极情绪比发送者的意图更加负面和强

烈（Byron，2008）。“消极效应”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有限的情绪线索模糊了电子邮件的情感基

调，这增加了接收者对情绪判断的不确定性和对威胁的警惕性，更可能将微妙形式的消极解读

为有意的攻击，使消极情绪的内容更加显著（Byron，2008；Walther，1992）；另一方面，接收者在

捕捉到消极情绪后容易形成持续冲突的认知并不断自我强化，从而对后续沟通产生消极偏见

（Sillars和Zorn，2021）。同时，沟通者也可能将邮件延迟反馈产生的时间空白纳入负面情绪解

读，进而形成更为消极的判断（Guenter等，2014）。可见，超个人模型对消极情绪也具有认知强

化作用。

4.去个性化的社会身份认同模型（social identification/de-individuation model）
去个性化的社会身份认同模型认为，虚拟沟通的低社会存在增强了沟通者的视觉匿名，阻

碍了个体自我意识的展现，也使其难以发现沟通对象之间的个体差异。这种“去个性化”使沟通

者倾向于通过群体规范来建立内部联系并产生社会认同，从而提高自尊（Reicher等，1995）。这
一理论主要用于探讨虚拟团队中的情绪氛围强度与情绪交流特点。就情绪氛围而言，由于虚拟

团队的地理分散性和成员高流动性，成员缺乏对彼此工作的实际观察和自发交流，这导致高水

平的社会距离并使信任和共同责任难以建立（Alsharo等，2017）；此外，虚拟团队成员经历更多

基于任务的沟通而非情感的个性交流（Gilson等，2015），因而更有可能体验到较少的积极情

绪，成员对团队的情感承诺和群体认同感更低（Gamero等，2021）。
就情绪交流特点而言，与面对面团队相比，虚拟团队成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频繁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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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传递社会情绪信息、建立群体联系，并在编码和解码中适应彼此的情绪信息内容和风格

（Derks等，2008；Walther，1992）。随着互动的深入，他们会逐渐形成一套共享的情绪表现规范，

这些规范明确了情绪应该如何传递和解释（Glikson和Erez，2013），减少了因情绪误解而产生冲

突和错误的风险，有利于提升团队绩效（Byron，2008）。在虚拟团队中，最常使用的非语言情绪

线索是表情符号和时间符号（Gamero等，2021）。表情符号可以强化或弱化不同效价的情绪要

素，并更好地区分指示性行为和表现性行为（Coyle和Carmichael，2019）；此外，如暂停、延迟等

时间符号可以影响团队成员彼此的个性判断和行为归因，进而影响对情绪的感知和解读（Gamero
等，2021）。因此，虚拟团队的情绪管理是重要议题，需要关注如何恰当地平衡运用组织规范和

个性来表达情绪，以形成积极互动的情感氛围，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认同感（Gamero等，2021；
Glikson和Erez，2013）。

四、  组织中虚拟情绪表达的策略

组织环境中员工情绪表达的动机可具体分成两类，一类是追求舒适情绪状态的享乐主义

动机，另一类则是将情绪作为目标实现手段的工具性动机（Tamir，2016）。已有研究表明，这些

动机在虚拟情绪表达中同样存在（Brodsky，2021；Tretter和Diefenbach，2020）。同时，虚拟沟通

潜在的匿名性和时滞性，以及虚拟媒介信息传输能力的差异性，将赋予员工更多的情绪表达控

制权和选择权（Derks等，2008），这使得虚拟情绪的呈现方式更加多样，策略性表达也更为容易

（Geddes和Lindebaum，2020；Wadley等，2020）。目前的研究主要从情绪类型（表达何种情绪）、

沟通对象（向谁表达）以及媒介选择（如何表达）三个方面对虚拟情绪表达的策略展开探讨。

（一）虚拟情绪表达的类型

现有研究主要从离散情绪、积极—消极情绪和复杂情绪三种分类视角对虚拟情绪进行考

察。其中，多数离散情绪研究将情绪分为快乐、悲伤、愤怒、恐惧、惊讶和厌恶六种（Cheshin等，

2011），来探讨虚拟沟通中的情绪表达频率和情绪识别力。例如，Harris和Paradice（2007）的研究

得出，信息中的标点符号、拼写标记等非语言线索数量越多，接收者对发送者情绪的感知程度

就越高；Cheshin等（2011）学者则证明离散情绪能够通过即时文本的交流被识别，并会在个人

和团队层面发生情绪传染。

在离散情绪的基础上，目前的研究还将情绪进一步归纳为积极和消极两种效价来探讨虚

拟情绪的表达偏好。例如，Derks等（2008）学者指出，虚拟沟通中社会存在的降低和匿名性的增

加，会导致更多公开和明确的负面情绪表达；Glikson和Erez（2013）对比了情绪表达规范在不同

虚拟团队中的差异，并发现文化背景多元的虚拟团队会要求表现更多的积极情绪，且会在更大

程度上对消极情绪进行抑制。

虚拟沟通中的复杂情绪研究则相对较少，主要讨论积极和消极情绪同时存在的混合情况。

Pfeifer等（2022）的研究表明，接收者在消极情绪基调的文本信息中发现积极效价的表情符号

可能会产生困惑，但积极表情的加入也弱化了其对情绪的消极感知。Stein等（2015）则总结了

员工对不同虚拟媒介中情绪线索的情感反应，得出当情绪线索对立交互引发矛盾情绪时，员工

会同时采用单独应对积极或消极情绪时的行为来寻求妥协和自我保护。

（二）虚拟情绪表达的对象

当前研究主要关注组织内上行与下行情绪表达的差异。在下行情绪表达方面，传统情绪研

究表明领导表达的情绪种类更加广泛，也可能对下属表达更多的负面情绪（Deng等，2020）。在
虚拟情境下，情绪线索相较于面对面更加模糊和不确定（Dennis等，2008），下属对来自领导的

负面情绪线索会更加敏感（Byron，2008）。同时，虚拟沟通中领导反复披露的情绪更容易发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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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甚至加剧下属的负面情绪状态（Gruda等，2022）。而在上行情绪表达方面，员工倾向于选择

性地向上传达有利的情绪线索来实现良好的自我呈现（Wang，2022），以寻求领导者的认可，进

而达成自己的目标（Deng等，2020；Tretter和Diefenbach，2020）。相反，即使是在社交存在降低的

虚拟沟通情境中（Short等，1978），员工也难以自由地向上表达负面情绪（Byron，2008）。
此外，与组织外部服务对象的虚拟情绪交互也呈现新的特征。由于虚拟沟通的匿名性弱化

了行为规范限制与道德感（Walther，1992），顾客往往比面对面沟通时更具有攻击性和消极倾

向（Riordan和Kreuz，2010），员工将更频繁地被动接收大量负面情绪（Wang，2022），从而对其

情绪状态和工作效率产生不良影响（Gross，2015）。同时，组织的情绪展现规则使员工在服务顾

客时需要不断调节自己的情绪表达，因而付出了额外的努力成本（Brodsky，2021），容易导致情

绪耗竭和工作倦怠（Gross，2015）。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员工在虚拟情境中应对负面情绪的成

本会少于面对面情境（Ishii和Markman，2016）。这一方面是因为虚拟沟通中缺乏生理刺激线

索，使得员工对顾客负面情绪的共情关注力下降，进而减弱了负面情绪的消极冲击（Brodsky，
2021）；另一方面，虚拟情绪表达中的异步性反馈和可预演性等特征，也为情绪调节提供了更丰

富的渠道和更灵活的空间（Ishii和Markman，2016）。
（三）虚拟情绪表达的媒介选择

Tretter和Diefenbach（2020）在解释个体媒介选择的动机时指出，个体倾向于对积极信息进

行丰富而同步的交流以最大化其影响，而避免过多接触消极信息以减少负面体验。当前文献主

要从虚拟媒介的特征视角来揭示员工情绪表达的媒介选择策略。就积极情绪来说，员工更多选

择即时文本进行表达，其较为及时的反馈力满足了员工快速分享积极情绪并进行持续沟通的

期望（Derks等，2008）。此外，员工还可能选择电子邮件，因其具有向多个对象快速转发的能力；

同时，当出于关系维护目的需要表达积极情绪，但对情绪刺激来源的感知重要性较低时，电子

邮件的异步性能够减少发送者对自身注意力资源的消耗（Riordan和Kreuz，2010）。此外，与电

话、视频等更高丰富性和同步性的媒介相比，在组织中通过即时文本和电子邮件传递情绪信息

可以节省时间，一定的延迟响应也带来更高的沟通舒适度（Tretter和Diefenbach，2020）。
而就消极情绪来说，员工更倾向于选择电子邮件进行表达（Byron，2008；Derks等，2008）。

一方面，消极情绪的表达相对积极情绪需要更谨慎的思考以减少对接收者可能的伤害，电子邮

件较高的可预演性和可再处理性能够帮助发送者确定最合适的情绪表达形式和内容

（Tretter和Diefenbach，2020）；另一方面，电子邮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接收者的即时反馈，

缓冲了发送者立即处理对方反应的压力和对自身可能的负面影响（Wang，2022）。此外，电子邮

件能够发送篇幅更长的信息，因而发送者能够尽情发泄所有的想法，而不必像即时通信那样停

下来提交信息再重新开始，这也是员工选择电子邮件表达消极情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Riordan
和Kreuz，2010）。

五、  组织中虚拟情绪表达的影响因素与效应

综观现有研究，除媒介因素之外，当前学者还主要从个体差异（人口特征与人格特质）和语

境特征（文化背景与组织规范）两个方面考察了虚拟情绪表达的影响因素，并讨论了其对个体

心理状态和压力以及工作态度和表现的效应。

（一）虚拟情绪表达的影响因素

1.个体差异

影响虚拟情绪表达的个体差异主要有人口特征和人格特质。其中，人口特征包括性别、年

龄等。在虚拟工作环境中，女性通常表达同情、担忧或恐惧等与人际相关的情绪，男性则表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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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骄傲或愤怒等与权力相关的情绪且频率较低（Byron，2008）；由于虚拟沟通降低了社会存在

性，研究发现女性对权力相关情绪的表达也有所增加（Derks等，2008；Kohlrausch和Weber，
2020）。此外，虚拟沟通中女性使用表情符号来表示情绪状态的频率更高，而男性使用的表情符

号类型更多，但使用频率较低（Bai等，2019）。就年龄来说，Byron（2008）的研究指出，年长的员

工不太可能在电子邮件中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们对电子邮件任务导向的心理图式更强，同时也

更难感知到邮件中的情感内容。

另外，现有研究也结合大五人格理论探讨了人格特质如何影响虚拟环境中的情绪表达偏

好。Murphy等（2009）指出，外向性人格趋近动机较高，对积极情绪线索高度敏感，而神经质人

格具有较强的回避动机，更加关注消极的情绪线索，因此外向性人格特质的员工倾向于在虚拟

环境中表达更多的积极情绪，对模糊情绪的解读也更为正面。Pirzadeh和Pfaff（2012）对即时文

本通信的研究则表明，外向的人比内向的人更多地使用发音拼写、社交词汇、文本长度等非语

言线索来表达他们的情绪，开放性特质低的人则倾向于注重文本标点和格式的排版，更少关注

情绪的表达。

2.语境特征

影响虚拟情绪表达的语境特征主要包括组织规范和文化背景。就组织规范来说，它会影响

组织成员对所在群体或处境的感觉和判断，并造成虚拟媒介使用方式的差异（Glikson和Erez，
2013）。虚拟情绪表达的规范包括对消息的情绪投入程度、提供的情绪内容数量、响应速度等方

面的要求（Murphy等，2009），这些规范明确了情绪的表达和解读方式（Byron，2008），在互动中

产生并引导着员工的价值观，但也带来新的挑战（Shockley等，2021）。例如，组织的即时反馈期

望可能与一些员工的性格特征不符，这可能会给员工带来较大的工作压力（Pirzadeh和Pfaff，
2012）；同时，虚拟沟通环境增加了情绪的感知不真实性，可能会导致情绪接收者做出更多负面

的回应（Brodsky，2021）。
就文化背景来说，虽然电子通信提高了不同国家和组织文化背景成员的沟通便利性，但不

同民族文化间情绪表达规范的差异也给虚拟沟通带来了挑战。Glikson和Erez（2013）的研究表

明，与同质文化团队相比，跨国文化团队具有更多表达积极情绪和抑制消极情绪的表现规范；

Cheshin（2020）则指出，面对面交流的规范并不总是完全适用于虚拟沟通情境，情绪的文化规

范差异构成了工作场所情绪表达是否合适的判断，如愤怒情绪的表达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被认

为是合适的，但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会被视为对群体和谐的威胁。

（二）虚拟情绪表达的影响效应

1.心理状态和压力

当前研究更多考察了组织中虚拟情绪表达对员工心理状态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精神压

力和社交疲劳两个方面。其中，精神压力主要来源于虚拟环境中的信息过载。虚拟媒介的高并

行性和传输效率，使得情绪信息产生的速度远超员工对其识别和处理的速度，这种超负荷现象

会导致焦虑和压力的产生（Capra等，2013）。多数学者认为这种现象在电子邮件中最为常见，如

Rennecker和Godwin（2005）指出，员工常常会为了及时回复邮件中断正在进行的工作，这样的

持续监控成本会导致精神压力的不断累积。此外，Park等（2018）的研究表明，负面情绪信息的

过度轰炸会使员工产生持续性的痛苦情绪，但任务与情感的分离能够缓解这种压力状态。另

外，虚拟情绪的表达规范也增加了员工的情绪调节压力，因为虚拟媒介增加了情绪的感知不真

实性，员工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成本来获取对方的信任（Brodsky，2021；Wang，2022）。
另一种负面影响是社交疲劳。在虚拟沟通中，组织成员主要通过频繁的互动和情绪交流建

立社会联系和个人形象（Walther等，2005），但高同步媒介的情绪解码需求和即时反馈压力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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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导致数字疲劳的增加（Park和Lee，2019）。此外，虚拟媒介的持续通信特征可能会造成工作

与生活边界的模糊甚至冲突（Butts等，2015），维持社会关系的压力和信息过载会导致员工疲

于应付虚拟社交网络和在线交流，进而造成身心的压力和疲劳（Lii等，2013）。同样，当情绪响

应和社交维系压力大时，虚拟媒介用户还会试图改变自己的使用模式并伪装情绪以满足沟通

需求，这也将导致虚拟沟通环境下严重的社交疲劳（Park等，2018）。
2.工作态度和表现

现有研究发现，虚拟情绪表达对员工工作态度和表现的影响取决于表达的情绪效价。在工

作态度方面，程雪姣等（202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接收积极情绪反馈的虚拟团队会快速建立团

队信任氛围，并表现出较强的继续合作意愿，以及更高水平的合作满意度；而接收消极情绪反

馈的团队会在创造性合作任务中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投入程度。Gamero等（2021）则指出，虚拟

团队表达的情绪内容越丰富，越能够提高团队成员满意度，并降低成员的紧张、焦虑等消极情

绪体验。此外，Ishii和Markman（2016）在对网络客服的调研中发现，与电子邮件和即时文本相

比，员工倾向于在电话中表达更多的真实情感，从而经历更少的表层扮演，这减少了由情绪劳

动引发的工作倦怠感并提高了工作满意度。

在工作表现方面，现有文献主要关注虚拟情绪表达带来的负面影响。张光磊等（2019）研究

了员工在非工作时间进行电子沟通的情感基调，并发现沟通的情感基调越消极，员工持续性的

情绪耗竭感将越强，进而越不利于其工作主动性行为的实践。此外，Zhou等（2022）的研究指

出，员工在以电子邮件为媒介的虚拟沟通中，可能会经历被贬低或需求被忽略的不文明沟通行

为，这会引发员工消极的情绪反应，并进一步导致网络闲逛行为的增多。

六、  结论、启示与展望

在总结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组织中虚拟情绪表达的整合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系统分析虚拟情绪表达的形成机制和影响作用，以期对虚拟情绪表达的理论发展及组织管理

实践有所启示。

（一）研究结论

通过从内涵特征、理论基础、表达策略和影响因素与效应等多个方面对组织中虚拟情绪表

达研究进行系统归纳与述评，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本文揭示了虚拟情绪表达的内涵，指出它是由特定事件引发的，包含外显性和内隐

性的情绪信息并利用虚拟媒介进行传递的自愿行为，同时它在社会存在性、内容丰富性、互动

时效性和可预演性四个方面与面对面情绪表达具有差异化特征。第二，情绪功能论和技术决定

论是现有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和情绪即社会信息模型是传统情绪理论

的新应用，而以媒介特征和信息加工特点为主的技术视角为虚拟情绪表达研究带来新切入点，

但尚缺乏更为融合的交互视角。第三，组织中虚拟情绪表达的策略具有独特性，在表达类型上

有二元效价和复杂情绪的分别，在组织内外部沟通中具有选择性的情绪表现，并体现在表达媒

介的选择上。第四，个体差异和语境特征是组织中虚拟情绪表达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员工心理

状态和压力、工作态度和表现等也具有多重影响效应，但团队和组织层面的后效变量及总体作

用机制的边界条件尚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管理启示

本文对组织进行虚拟情绪的管理与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第一，结合个体差异和组织文

化情境，为员工建立合适的情绪沟通渠道，帮助其心理健康发展。例如，组织可以根据员工的年

龄、性别特点和沟通偏好（Bai等，2019），选择合适的媒介承担独立的沟通功能，同时培养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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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外显性情绪表现规范（Derks等，2008），以缓解员工的情绪解码负担和心理疲劳。第二，

通过识别情绪在不同媒介中的差异化表现，搭建正式与非正式的沟通平台以增强人际联结与

凝聚力。在任务导向的沟通之外，组织应创造基于情感的沟通机会以拉近员工间的社会距离

（Alsharo等，2017），鼓励多样化的情绪披露和展示，在自主和深入互动中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

际氛围。第三，利用虚拟情绪的能动性表达提升组织效能。组织可以利用情绪在虚拟情境中的

选择性披露优势加强员工的情感认知和文化认同（Cheshin，2020），进而促使员工实施组织期

待的行为，提高组织运转的有效性。

（三）研究展望

当前关于虚拟情绪表达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仍处于探索阶段，尚存在

许多重要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第一，推动虚拟情绪表达多学科、跨领域的理论视角发展。现有研究分别基于传统的情绪

功能论和技术决定论考察情绪在虚拟沟通中的新变化（Gruda等，2022；Wang，2022），均只强调

了单一主体的作用，理论视角较为割裂和分散，未能全面揭示虚拟情绪表达的独特性。在虚拟

情绪表达中，人的能动性与虚拟技术呈现紧密融合、互相作用的特点（Murphy等，2009），如整

合的技术接受与使用模型（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揭示了个体期望

影响因素 过程与机制 影响效应

人口特征
人格特质

情绪智力
认知水平
沟通风格
……

个体差异

丰富性
同步性

技术依托
普及性
……

媒介能力

组织规范
文化背景

组织支持
人际氛围
组织文化
……

语境特征

媒介选择沟通对象情绪类型

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

情绪即社会信息模型

情绪功能论

情绪&技术交互

技术的社会形成论

技术接受和使用模型

媒体效应的差异易感性模型
……

媒介丰富性理论

媒介同步性理论

超个人模型

去个性化的社会身份认同模型

技术决定论

个体层面

精神压力
社交疲劳
工作态度
工作表现
……

人际层面

关系建立
关系维护
印象管理
……

团队层面

团队凝聚力
团队行为
团体效能
……

组织层面

沟通氛围
组织绩效
组织决策
……

边界条件：线下交流频率、媒介适应度、关系质量……

 
注：实线框表示现有研究，虚线框表示未来研究方向。

图 1    组织中虚拟情绪表达的整合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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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客观条件会影响其技术使用意愿和行为（Dwivedi等，2019）；媒体效应的差异易感性模型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media effects model）则指出媒体对于不同特质和能力水平的个体

会产生差异化效果，媒体与人是交互作用的（Valkenburg和Peter，2013）。可见，情绪与技术、人

与媒介应是推动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共同力量（Howcroft和Taylor，2022），在这之中，情绪如何影

响信息技术的使用，个体对媒体效应的感知是否受情绪因素的影响，情绪与技术的交互会产生

何种新的认知与行为现象，这些问题都值得未来的研究跳出传统单一视角，从多学科、跨领域

融合的理论视角进行考量。

第二，拓宽情绪表达的虚拟媒介类型及其差异化研究。新型虚拟媒介在近两年发展较快，

当今组织内部的主要沟通媒介已经由原来的语音电话、电子邮件发展到功能强大的即时通信、

视频通话等，而更加智能的全息投影通话等媒介在未来也可能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目前的虚拟

情绪表达研究局限于传统的单一功能媒介如电子邮件、即时文本的探讨，得出的结论难以产生

更广泛的代表意义（Wang，2022）；同时，不同的虚拟媒介对不同的情绪类型可能有着差异化的

传播效力，这样的“情绪偏好”也可能会对员工的虚拟情绪表达策略和效果造成影响。此外，随

着“Z世代”逐步进入职场，这些伴随移动互联网成长的新生代员工与其他代员工相比在沟通媒

介的选择上可能会有显著的偏好差异，这也将对组织的情绪沟通产生影响（Braun等，2019；
Byron，2008）。因此，关注即时通信、视频通话等虚拟媒介如何影响员工情绪表达的内容和效

果，以及对比不同媒介之间的差异，都将是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努力的方向。

第三，丰富虚拟情绪表达的主体研究。当前研究中，情绪表达的主体均为真实的自然人。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智能机器人的在线客服应用日趋广泛，AI数字人入职实

体公司的情形如华为云的“云笙”、阿里巴巴的“冬冬”等也屡见不鲜。部分研究已经指出，智能

机器人在客户服务中的表现可能优于自然人，因为它们能够不受干扰、始终如一地展现令人愉

快的情绪，日后或将代替自然人进行一线互动服务，并根据强大的分析能力协助自然人完成具

有更高认知复杂性和情感需求的任务（Gkinko和Elbanna，2022；Wirtz等，2018）。可见，以人工

智能技术为依托的“虚拟人”正逐渐成为情绪表达的另一常见主体。“自然人”与“虚拟人” 在不

同沟通环境下的情绪表达方式和特征是否存在差异，以及人机交互带来的情感真实性体验和

情绪表达效果如何，都值得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探讨。

第四，深化虚拟情绪表达的影响因素研究。现有研究考察了个体差异、媒介特征和语境特

征对虚拟情绪表达的影响，但尚不够全面和系统。就个体差异来说，包括情绪智力、认知水平、

自我控制等在内的个人能力都可能影响虚拟情绪表达（Gamero等，2021）；就语境特征来说，组

织资源支持、人际氛围和组织文化等组织环境因素也是潜在的前因变量（Gilson等，2015）；同
时，不同的沟通情境如商务谈判、组织会议、非工作时间等所要求的表达规范不尽相同，在虚拟

情境下也可能引发组织成员新的情绪表达策略（Geiger，2020；Gerpott和Kerschreiter，2022）。此
外，工作任务的特征如要求的情绪互动频率、互动持续时间、信息内容的复杂程度等均可能影

响员工的媒介选择，进而导致不同的情绪表达效果（Brodsky，2021；Dennis等，2008）。因此，未

来的研究应当进一步探究个体能力特征、工作任务特征以及组织环境特征在虚拟情绪表达中

的作用机制。

第五，完善虚拟情绪表达的影响效应研究。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虚拟情绪表达对个人层

面认知、态度和行为影响的探讨，忽略了其对个体间人际关系以及组织有效性等更高层次的影

响。以往研究已经证明，员工往往出于自我呈现动机在虚拟媒介中进行策略性的情绪表达，以

实现印象管理和关系发展（Riordan和Kreuz，2010；Wang，2022），但其实现程度如何以及是否

对同事间、上下级间的相处氛围产生作用均需要进一步探讨。另外，关键员工的虚拟情绪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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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会影响组织整体的沟通氛围也有待更深层次的探究。例如，“腾讯新员工公司大群怒怼管

理层”的新闻曾引起热烈关注，该员工在众多赞扬声中就管理层表彰加班团队的行为提出公开

质疑并表达愤怒情绪，随后群内再无人发言，直至高管回应才打破沉默。可见虚拟情绪表达不

仅会影响组织沟通氛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人与组织的价值观差异。此外，现有研究更

多关注虚拟负面情绪表达的结果，未来的研究还应进一步探索积极情绪在虚拟沟通中的功能

路径，以使虚拟情绪的作用机制探讨更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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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Virtual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Organizations

Mao Jianghua,  Chen Rongxin
（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Summary: Virtual emotional expression is a behavior shares both explicit and implicit emotional
information through virtual media. Compared with communication offline, virtual emotional expression
has  undergone  a  great  change,  and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cognition,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employees. However, despite its prevalence in organizational practice, virtual emotional expression still
lacks a systematic review i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understanding of virtual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takes “emotional expression”“emotion displa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as key words,
combined with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virtual”“digitalization” and other terms to search in databases such as Web of Science, EBSCO and
CNKI. Then, through intensive reading and “snowball” tracking search, 176 core-source literatures are
selected as the important basis for this review.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reveals the concept of virtual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points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virtual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face-to-face
emotion expression in terms of social existence, content richness, interactive timeliness and
predictability. Second, it generalizes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rom the emotional function
theory and the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theory. The former is a new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emotional theory in virtual situations, while the latter brings new theoretical points such as media
characteristics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yles, but there is a lack of more integrated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Third, the strategy of virtual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organizations is unique and diverse,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what kind of emotion to express, to whom the emotion to convey, and
which communication media to choose. Fourth, factors affecting virtual emotional expression are sorted
out from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contextual characteristics, together with the multiple effects on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states, work attitudes and performance.

This paper make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First, by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virtual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concluding the new path and strategy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organizations, i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Second,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irtual emotional
expression on the cognition,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emotion recipients in organizations, it provides a
strong reference for the accur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Third, it helps managers
fully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emotion in the new interaction way, which has a great value for
protect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employees, creating a good communication atmosphere and
improving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

Key words: virtual  communication; virtual  emotional  expression; media  choice; emo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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